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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创新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以联合研发、技术转移、成果共享为核心的科技创新合作带来技术溢出，促进产业转移，带动关联产业发展，有效地推动了区域产业升级。节点城市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交汇点，是科技创新合作的排头兵和主力军。本文采用281个地级市2008至2017年的经济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双重差分法（DID）检验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对节点城市产业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对节点城市产业合理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不显著。此外，相比沿海节点城市，“一带一路”区域科技合作对内陆节点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更明显。政策机制甄别结果显示，对外贸易、人均收入和财政支出促进了“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战略对节点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金融发展水平会显著促进节点城市产业高级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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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operation i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rough joint R&D,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achievement sharing, the cooperation brings technology spillover, promotes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eventually drives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industries, and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upgrading of regional industries. Core cities, as the important junctions of "Belt and Road", are the pace-setter and main for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1 cities in Mainland China from 2008 to 2017, this paper studied the effect of the “Belt and Roa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operation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the core cit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 The conclusions show that: The coope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ty of the core city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However, it does not contribute to the high-class effec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Besides, compare with the coastal core cities, the cooperation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inland core cities. After identifying the policy mechanisms，we find that foreign trade，per-capita income and fiscal expenditure enhance the influence of the “Belt and Road” scientific innovation cooperation on the rationality level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meantime, financial development promotes the high-class effec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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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带一路”是中国新时代最为重要的开放和合作性政策措施之一。“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基于共建共商共享的合作思路，通过“经济走廊”，“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等创新政策了开展新型国际合作模式。与此同时，沿线节点城市也在对外交流合作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勾勒出“一带一路”沿线节点城市蓝图后，一些学者研究了不同节点城市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经济效益、发展战略和对策[1][2]，认为“一带一路”为节点城市经济转型构建平台，为城市发展带来崭新机遇 [3]。然而，也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一些沿线节点城市依然处于产业链下游，面临产能过剩，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4]。传统的产业合作理念已经落后于时代。当前，科技全球化进程已经势不可挡，科学技术和创新要素的流动正在重构世界经济格局和产业体制。推动“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是我国节点城市顺应时代变化，以创新驱动产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路径。天津、上海、深圳等重要节点城市制定了“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构建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多边科技合作机制。天津、甘肃、广东等丝路节点省市通过设立“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专项经费，推进 “技术转移中心”，“自由贸易区”等多元化技术合作平台的建设，吸引尖端企业和人才[5]。各节点城市还大力支持当地科技服务型企业以绿地投资、独资新建、跨国并购等方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联合研发中心，技术推广中心，分支实验机构等。此外，节点城市进一步施行科技合作优惠政策，促进高端产业相互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有效地消除科技要素流动壁垒，改善资源配置。这势必给我国城市产业结构转型优化和升级带来契机。
关于“一带一路”政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学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李军,杨学儒[6]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母国和东道国都蕴含巨大产业升级机会。“一带一路”战略可以调整我国区域经济结构，引导产业转型和升级。陈利莹[7]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拉动中西部经济，消耗过剩产能，进而推动产业升级。马骥，马相东[8]认为“一带一路”背景下出口贸易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产业生产率，促进技术升级和新产业培育。卫玲，梁炜[9]则认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产业升级并不仅仅是区域低附加值、高污染的过剩产业通过出口简单的转移给丝路国家，而是通过知识、技术、制度等创新促进“一带一路”产业整体优化升级。孙睿[10]进一步总结既要通过“一带一路”带来的市场扩大发展规模经济促进创新，也要促进价值链重构，通过区域产业协同实现产业升级。
上述文献较多从理论和机制方面进行研究。目前关于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是否能直接促进产业升级的实证研究较少。汪孙达[11]从微观角度，分析137家参加“一带一路”的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正向作用，从而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石薛桥，段宇洁，郭瑞洁[12]从宏观角度，运用断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发现“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了我国产业升级，并且对产业合理化的影响大于对产业高级化的影响。
然而，鲜有文献深入探索并实证检验“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理念和政策是否能够带来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同时，我国不同区域的城市承担了不同的区域技术合作和产业升级战略。《愿景》指出，我国沿海节点城市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主体。通过自贸区和港口建设发挥国际枢纽作用，扩大开放，深化技术交流，促进深层次改革，加大创新力度，从而引领产业发展；西部内陆城市则侧重于区域科技产业一体化，推进经济试验区、科技合作园区建设，依托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促进产业集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不同地区的不同城市产业对“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的反应效果是否有区别？所以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促进产业升级的机理，并提出研究假设。进一步利用PSM-DID方法实证检验“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对城市产业升级的作用大小,并分区域以及对政策机制进行检验。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般来说产业的动态变化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特定的宏观环境下，通过各部门协调配合，优化资源配置，产业之间可以得到均衡有效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最终产品的比重增加，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前者被称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后者被称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创新升级城市与外界的科技交流合作，为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带来新的契机，其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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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一带一路”科技合作促进节点城市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
《愿景》提出以来，互利共赢、合作共享的指导方针有力的促进了国际产能技术合作，提高了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位，突破了科技要素流动壁垒。技术合作促进地区间市场深入融合、资源有效配置，为产业转移和变迁注入动能。我国许多低成本产业如纺织、食品加工等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成本相当。这些产业面临人口红利消失，国内生产成本上涨的趋势。传统的产业合作方式如进出口贸易等很可能带来利润率进一步的下降，贸易条件恶化，出现出口贫困化现象[13]。但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多元化技术合作措施为节点城市产业转移提供契机。地方政府通过合建科技园区、技术转移平台等方式将本地区夕阳产业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降低成本。中国较为先进的技术也会结合当地丰盈的资源禀赋和更广阔的开放市场提高利润。同时东道国因为技术进步而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更高收益，从而吸引融资，为母国城市产业进一步扩张带来充足的信贷支持，保证产业健康发展。因技术合作回报而积累的资本也会逐渐改变地区要素禀赋，进而替代夕阳产业，促生新生产业。产业间的交替更迭会优化节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同时带动城市的产业进步。
此外，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中，不仅存在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诸如新加坡、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它们普遍具有更强的研发和创新能力。节点城市企业在发达国家运用联合研发、跨国并购、绿地投资等科技合作手段，一方面通过直接获取知识和技术，促进人才和无形资产的流动，提高生产效率等级，推动本地区产业升级。另一方面，通过对先进技术的模仿和学习，结合本地区特点进行创新，解放生产力。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节点城市通过引导当地企业“走出去”，加大技术合作力度，共享科技成果，有利地促进了整体技术溢出，带来城市产业转型和优化[14]。
同时，“一带一路”区域间的科技创新合作离不开城市相关配套产业的支持。初级产品产业受到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等关联产业的发展状况的影响；制造业产业合作需要原材料、设备制造、技术研发等配套产业的升级；服务业合作则与人才，资本流通密切相关。“一带一路”背景下节点城市积极开展和沿线国家间在高新技术产业链中的合作，加大各种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以点带面影响整体产业链条的配置和资源的整合，从而带动本地相关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15]。
总体而言，节点城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开发科技合作模式，通过边际产业转移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产业关联发展效应等路径使得产业内升级集约化，纵深化，产业间则由一二产业逐步向第三产业过渡。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1：“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有助于促进节点城市产业转型合理化和高级化。
我国不同城市的要素禀赋，城市发展能力不尽相同。产业空间理论说明了产业升级的方向和速度取决于该经济体处于产业空间的位置[16][17]。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总体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东西部城市发展严重不平衡。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因为沿海区位优势，对外开放程度高，率先实现产业变迁。而位于新疆、甘肃、宁夏等省份的城市深居内陆，虽然拥有优质的资源禀赋，但是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人才流失等因素导致产业结构长期维持在较为初级的水平上[18]。而自从《愿景》将新疆、宁夏西部内陆省市纳入到一带一路重点省份后，国家通过修建跨境管道、公路、高铁等方式大大改善了交通条件，降低了内陆城市与外界的交易成本，形成有利的区位条件，提高了区域合作效率[19]。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西部节点城市大力推进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自贸区的建设，积极促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双向转移，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合作水平。内陆城市进一步发挥在能源和人力资本上的比较优势，通过资本的引进和科技的合作，发展光伏、石油化工、能源矿产等资源优势行业，促进产业集聚形成示范产业，使得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和合理化。因此“一带一路”技术合作模式的革新有助于平衡沿海与内陆的区域差异，从而改善整体产业结构。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2：相比沿海城市，“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对中西部内陆城市的产业结构影响更显著。
3 模型设计和数据处理
    在评价政策效果时，双重差分法（DID）在国内外上广泛使用[20][21][22]。DID的理论基础在于用“反事实”的方法消除“选择性偏误”。具体而言，为了探究城市产业响应“一带一路”的科技合作政策影响，我们将“一带一路”下的重要节点城市（SRC）设置为处理组，取值为1，未参与的其他城市分配在控制组，SRC取值为0。习总书记在2013年9月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因此考虑到政策的滞后性，我们将2014年及2014年之后的城市时间变量（time）取值为1，2014年之前的时间变量（time）取值为0。通过构建交互项（SRC ×time）评估“一带一路”技术合作对城市产业结构变化的净效益。
目前关于测算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变化程度的变量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定义。借鉴王鹏,吴思霖,李彦[23]的方法，本文采用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TL）以及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IS）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变迁的两个维度。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IS）定义为城市第三产业产值和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该指标有效地测算该城市产业的变动程度，反应城市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趋势。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TL）可以由城市的泰尔指数来衡量：
                                   （1）
其中，代表不同城市的总产值；表示该城市不同产业的产值。代表不同城市的总人口；表示该城市不同产业的就业人数。本文按照三次产业划分的方式计算人口和产值，。泰尔指数表示了不同城市产业结构和产值的偏离程度。泰尔指数越接近1，产业结构偏离程度越大，产业结构越不合理；泰尔指数趋近0则表示产业结构均衡，趋于合理。基于上述方法，本文将DID基础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2）
        （3）
衡量了第座城市第年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程度；衡量了第座城市第年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程度。是城市虚拟变量。《愿景》提出了“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的范围包含两类：（1）沿海城市，包括福州 、天津 、宁波、舟山、青岛 、深圳 、泉州、汕头、广州、烟台、大连、海口、厦门、湛江 、伤害啊、三亚等；（2）中西部内陆地区城市，包括西宁 、重庆 、西安 、兰州、成都 、郑州 、武汉 、长沙 、南昌、合肥等[24]。
如果该城市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表示时间虚拟变量。2014年之前，取值为0；2014年及以后，取值为1。交互项是本文的重点解释变量。如果为正，说明“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政策对节点城市的产业高级化有正向影响。但是泰尔指数是一个逆指标，越接近0，产业结构越合理。所以取值为负才能说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助于城市产业的合理化。和是模型的误差项。
为控制变量，包含人均收入、城市化进程、财政支出、对外贸易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五项。对外贸易可以发挥城市比较优势，促进不同要素的流动,优化产业配置。所以我们以进出口总额/地方GDP作为城市对外贸易水平（trade），探究贸易对“一带一路”重点城市产业的影响。金融发展水平是一个城市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的能力。成熟的金融市场可以有效地促进产业发展和扩张。本文采用信贷总额和总产出的比值衡量金融发展程度（fd）。人均收入是考察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和库兹涅兹论，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会引导劳动力退出第一产业，流向二三产业。本文用人均GDP衡量人均收入（pergdp）。城市化是人口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流动的过程。人口的转移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向高级化产业流动的居民会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物质追求，拉动内需，从而刺激供给，进一步促进产业升级[25]。本文用非农人口和总人口的比值衡量城市化进程（urban）。财政支出（gov）是政府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手段。对于产业而言，政府支出有一定的引导性。政府对重点产业的投入拓宽了行业融资渠道，促进产业发展；并且，政府的财政支出时常伴随着政策优惠，通过减税，降低门槛限制等方式解除部分产业发展的瓶颈，提高产业升级的速度。为了避免异方差，本文所有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对数处理。主要变量和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然而，双重差分法（DID）需要满足处理组城市和控制组城市在响应“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倡议时具有相同的趋势。“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相对经济较为发达（如上海、天津等），且地理位置优越（如福州、厦门等）。而控制组城市包含众多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城市，因此城市共同趋势假设不一定能满足。所以，基于Hechman et al. [26][27]提出的倾向匹配（PSM-DID）方法，我们从控制组中选取和处理组近似的城市。通过不同的可测协变量计算出倾向得分值，以1:1的数量从控制组中筛选城市。两个城市在2013年成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的概率相近。一般来说，PSM方法要求控制组的样本数量需要维持在处理组的4倍以上[28]，而“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与其他城市的比例为1:10，因此，该方法可以较为理想地匹配出近似城市。因此，我们在DID的基础回归模型基础上，进一步运用PSM-DID的方法，更准确地描述“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参与科技合作前后产业结构变化的特征。
表1 相关变量及计算方式
	变量类型
	变量含义
	表示符号
	计算方式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
	lnIS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
	lnTL
	

	核心解释变量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政策
	SRC ×time
	节点城市虚拟变量×时间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
	重要节点城市
	SRC
	


	虚拟变量
	时间
	time
	

	控制变量、协变量
	人均收入
	lnpergdp
	

	控制变量、协变量
	对外贸易水平
	lntrade
	

	控制变量、协变量
	金融发展水平
	lnfd
	

	控制变量、协变量
	城市化进程
	lnurban
	

	控制变量、协变量
	财政支出
	lngov
	


本文的数据由2008年至2017年中国地级及地级以上的城市数据构成。数据来源于wind，各省市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由于一些省市和偏远地区，例如西藏省等统计数据不足，最终本文选择了281个地级及以上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包含了26个“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个别城市和部分年份的缺失数据用省份数据和插值法进行补充。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L
	IS
	lnpergdp
	trade
	fd
	urban
	gov

	平均值
	0.237 
	0.877 
	10.456 
	0.179 
	0.859 
	0.457 
	0.183 

	标准误差
	0.004 
	0.014 
	0.012 
	0.006 
	0.010 
	0.004 
	0.002 

	中位数
	0.207 
	0.768 
	10.433 
	0.074 
	0.694 
	0.453 
	0.158 

	标准差
	0.191 
	0.716 
	0.652 
	0.306 
	0.550 
	0.194 
	0.102 

	方差
	0.037 
	0.513 
	0.425 
	0.094 
	0.302 
	0.038 
	0.010 

	峰度
	87.142 
	358.313 
	2.179 
	20.711 
	19.040 
	1.775 
	20.218 

	偏度
	5.715 
	14.969 
	-0.218 
	4.026 
	3.175 
	0.673 
	3.224 

	最小值
	0.003 
	0.094 
	4.595 
	0.000 
	0.000 
	0.059 
	0.043 

	最大值
	0.917 
	20.049 
	13.056 
	3.226 
	7.450 
	1.544 
	1.485 

	求和
	664.025 
	2456.542 
	29276.712 
	500.238 
	2405.519 
	1280.420 
	512.091 

	观测数
	2810.000 
	2810.000 
	2810.000 
	2810.000 
	2810.000 
	2810.000 
	2810.000 



4 实证研究
4.1 基准模型检验
我们首先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对式2和式3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1）（3）可以发现，当泰尔指数为被解释变量时，“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政策（SRC ×time）的估计系数为-0.181，在10%的水平下显著。这里需注意泰尔指数是一个逆指标，所以“一带一路”通过各种科技合作机制的创新，加强区域一体化，形成高效率的产能合作，对节点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正向影响。但是 “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没有显著影响，估计系数为负。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我们从模型（2）可以观察到，交互项系数（SRC ×time）符号不变，但显著性更强，因此我们可以总结“一带一路”下重要节点城市通过科技创新合作，加强区域产业关联，促进产业转移，从而改善资源配置，推动了产业合理化进程。但是在模型（4）中，加入控制变量后的交互项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依然没有显著影响，而且系数依然为负，说明“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并未促进城市产业向高级化转型升级。这可能是由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虽然提高了制造业等第二产业的生产率[29]，但是对第三产业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城市对外贸易、人均收入、财政支出、城市化进程以及金融发展水平都有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而控制变量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不尽相同。人均收入，城市化进程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虽然非农人口以及人均收入在提升，但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抑制产业结构高级化；政府支出则对产业高级化有正向影响，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政府可能引导了第三产业的发展，通过税收减免，政策优惠，补贴等方式大力支持计算机、医药等高新产业。金融发展水平同时促进了产业高级化和合理化，说明一方面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增强分工，优化增量和存量的配置，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另一方面融资能力增强也导致更多资本流入金融、房地产等行业，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升级。此外，对外贸易水平对产业高级化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我国对外贸易对制造业有先导效应[30]，因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滞后影响。
表3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对产业升级效应的基准模型回归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lnTL
	lnTL
	lnIS
	lnIS

	SRC ×time
	-0.181*
	-0.265***
	-0.045
	-0.046

	
	(-1.798)
	(-2.805)
	(-0.845)
	(-1.008)

	SRC
	-0.593***
	-0.089
	0.315***
	0.232***

	
	(-8.709)
	(-1.226)
	(8.816)
	(6.580)

	time
	-0.080
	0.130*
	0.486***
	0.373***

	
	(-1.309)
	(1.683)
	(15.14)
	(9.980)

	lnpergdp
	
	-0.156***
	
	-0.204***

	
	
	(-3.523)
	
	(-9.520)

	lntrade
	
	-0.077***
	
	-0.008

	
	
	(-5.484)
	
	(-1.206)

	lnfd
	
	-0.320***
	
	0.437***

	
	
	(-8.228)
	
	(23.201)

	lnurban
	
	-0.097**
	
	-0.109***

	
	
	(-2.446)
	
	(-5.664)

	lngov
	
	-0.186***
	
	0.096***

	
	
	(-3.164)
	
	(3.394)

	Constant
	-1.036***
	-0.231
	-0.284***
	1.716***

	
	(-10.930)
	(-0.558)
	(-5.701)
	(8.553)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2 795
	2 477
	2 800
	2 480

	Adj.R-squared
	0.342
	0.430
	0.324
	0.531


注：1）*、**、***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2）括号里为t统计量
4.2 PSM-DID检验
由于“处理组”城市和“控制组”城市存在一定的差异，我们通过协变量进行倾向得分进行计算。我们从“控制组”中选取和“一带一路”重点城市得分近似的样本城市，并带入式1式2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检验结果可以分析，“一带一路”下节点城市科技创新合作有效地促进了城市产业合理化，但是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依然不显著，估计系数为负。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系数和显著性大致不变，模型总体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表4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对产业升级的PSM-DID稳健性检验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lnTL
	lnTL
	lnIS
	lnIS

	SRC ×time
	-0.286*
	-0.279**
	-0.029
	-0.055

	
	(-1.821)
	(-2.123)
	(-0.591)
	(-1.355)

	SRC
	-0.362***
	-0.067
	0.331***
	0.189***

	
	(-2.941)
	(-0.601)
	(8.660)
	(5.471)

	time
	0.038
	0.781***
	0.443***
	0.220***

	
	(0.212)
	(4.202)
	(8.004)
	(3.813)

	lnpergdp
	
	-0.849***
	
	-0.058

	
	
	(-6.941)
	
	(-1.529)

	lntrade
	
	-0.140**
	
	0.004

	
	
	(-2.303)
	
	(0.209)

	lnfd
	
	-0.286***
	
	0.477***

	
	
	(-2.763)
	
	(14.89)

	lnurban
	
	-0.362***
	
	-0.150***

	
	
	(-3.772)
	
	(-5.040)

	lngov
	
	-0.617***
	
	0.030

	
	
	(-4.641)
	
	(0.733)

	Constant
	-1.690***
	5.875***
	0.006
	0.256

	
	(-5.448)
	(4.730)
	(0.066)
	(0.663)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586
	527
	590
	529

	Adj.R-squared
	0.304
	0.557
	0.610
	0.754


注：1）*、**、***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2）括号里为t统计量

4.3 分地区检验
《愿景》将“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划分为沿海城市和中西部内陆城市。“一带一路”倡议下，沿海港口城市承接了国际枢纽的功能，通过扩大开放倒逼产业创新，从而领导国际竞争和合作；西部内陆城市更注重区域合作以及产业集聚化，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化产业发展。因此，本文对两个地区分别进行PSM-DID检验，研究“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政策对不同地区城市产业升级的影响差异。检验结果如表5表6所示。根据模型的拟合优度，我们发现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10）（12）（14）（16）解释力度更强。结果中可以发现，当泰尔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沿海和内陆城市的交互项系数（SRC ×time）都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为负，说明沿海和内陆城市都因为“一带一路”的科技创新合作从而导致产业结构进一步合理化。其中西部内陆城市交互项的显著性更强，这说明“一带一路”区域技术合作对西部内陆城市带来了更多的产业调整机遇。陆上丝绸之路的沿线重点城市通过“科技园区”，“高新技术试验区”的建设，实现区域高水平技术交流和合作，发挥潜在的比较优势，逐渐形成区域优势产业从而更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31]。但是“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对内陆和沿海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都不显著，第三产业发展都存在一定时滞性。其中，内陆城市交互项系数（SRC ×time）为正，而沿海城市为负。这也说明“一带一路”地区科技创新合作对内陆城市产业升级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假设2得证。
表5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对沿海城市产业升级的PSM-DID检验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lnTL
	lnTL
	lnIS
	lnIS

	SRC ×time
	-0.317
	-0.467*
	-0.057
	-0.070

	
	(-1.055)
	(-1.849)
	(-0.836)
	(-1.611)

	SRC
	-0.663***
	0.271
	0.246***
	0.042

	
	(-2.933)
	(1.237)
	(4.813)
	(1.109)

	time
	-0.474
	0.797**
	0.481***
	0.077

	
	(-1.282)
	(2.209)
	(5.753)
	(1.248)

	lnpergdp
	
	-0.807***
	
	0.005

	
	
	(-4.711)
	
	(0.157)

	lntrade
	
	-0.184*
	
	0.035*

	
	
	(-1.704)
	
	(1.877)

	lnfd
	
	-0.679***
	
	0.372***

	
	
	(-2.750)
	
	(8.770)

	lnurban
	
	-0.479***
	
	-0.211***

	
	
	(-3.131)
	
	(-8.021)

	lngov
	
	-0.679**
	
	0.320***

	
	
	(-2.433)
	
	(6.670)

	Constant
	-1.139***
	4.274**
	-0.609***
	0.599*

	
	(-2.917)
	(2.192)
	(-6.896)
	(1.788)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240
	216
	240
	216

	Adj.R-squared
	0.221
	0.518
	0.696
	0.887


注：1）*、**、***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2）括号里为t统计量

表6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对中西部内陆城市产业升级的PSM-DID检验
	
	模型(13)
	模型(14)
	模型(15)
	模型(16)

	
	lnTL
	lnTL
	lnIS
	lnIS

	SRC ×time
	-0.156
	-0.245***
	-0.074
	0.029

	
	(-1.396)
	(-2.929)
	(-0.803)
	(0.475)

	SRC
	-0.106
	0.059
	0.801***
	0.405***

	
	(-0.808)
	(0.421)
	(7.378)
	(3.925)

	time
	0.750***
	0.162
	0.534***
	1.138***

	
	(5.597)
	(0.653)
	(4.980)
	(6.205)

	lnpergdp
	
	0.153
	
	-0.918***

	
	
	(0.830)
	
	(-6.790)

	lntrade
	
	0.225***
	
	0.025

	
	
	(3.662)
	
	(0.551)

	lnfd
	
	-0.630***
	
	0.731***

	
	
	(-3.193)
	
	(5.015)

	lnurban
	
	0.158
	
	-0.204**

	
	
	(1.369)
	
	(-2.392)

	lngov
	
	0.472**
	
	-0.794***

	
	
	(2.153)
	
	(-4.962)

	Constant
	-2.288***
	-1.380
	0.025
	7.154***

	
	(-15.08)
	(-0.755)
	(0.202)
	(5.325)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207
	181
	210
	182

	Adj.R-squared
	0.710
	0.834
	0.531
	0.816


注：1）*、**、***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2）括号里为t统计量

4.4 政策机制识别
    上述模型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通过倡议全新技术合作理念，构建创新区域科技合作模式，促进了重要节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本文进一步探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政策在改善节点城市产业结构时，究竟有哪些机制在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将对外贸易水平、人均收入、城市化进程、金融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与SRC ×time的交互项分别代入式（2）（3）进行研究，衡量不同因素对“一带一路”技术合作政策效应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其中St代表交互项SRC ×time。从模型（17）中我们发现，“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中人均收入（St×lnpergdp）和政府支出（St×lngov）显著促进了科技合作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会改善就业状况。更多就业人口脱离低效劳动，加入“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的浪潮，促进多元化就业，使得产业配置更加合理。同时，科技合作离不开地方政府积极支持。无论是“科技园区”，“自由贸易区”还是“技术研究中心”等都需要通过各种渠道的政府支出和优惠政策来实现。政府还在构建区域间科技合作对话机制、产能合作协议签署等方面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对外贸易交互项系数（St×lntrade）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节点城市通过对外贸易扩张市场规模，促进市场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科技合作的契机，从而改善资源配置，带动关联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从模型（18）可以看出节点城市化进程显著抑制了产业高级化程度，这可能是由于城市非农人口虽然增加，但由于知识教育不足，高新技术产业的人才需求没有满足，低级劳动力抑制了技术合作和创新对第三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此外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项系数（St×lnfd）显著地抑制了“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泰尔指数的提高，同时积极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这表明，“一带一路”背景下，城市金融发展水平为国际科技合作提供了有利的信贷支持，协助各类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科研项目推行，为产业转移提供基础，改变要素禀赋，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融资能力的提高同时会带动人才和知识的流动，进一步通过技术溢出提高本地劳动生产力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型升级。
表7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对产业升级的政策效应识别
	
	模型(17)
	模型(18)

	
	lnTL
	lnIS

	SRC ×time
	11.61***
	0.001

	
	(5.443)
	(0.00105)

	SRC 
	-0.516***
	0.337***

	
	(-7.512)
	(8.732)

	time
	-0.247***
	0.419***

	
	(-4.322)
	(13.09)

	St×lnpergdp
	-1.261***
	-0.035

	
	(-6.593)
	(-0.330)

	St×lntrade
	-0.155*
	0.067

	
	(-1.723)
	(1.324)

	St×lnfd
	-0.374**
	0.410***

	
	(-2.015)
	(3.931)

	St×lnurban
	-0.155
	-0.150**

	
	(-1.160)
	(-2.000)

	St×lngov
	-1.152***
	-0.079

	
	(-3.562)
	(-0.437)

	Constant
	-0.850***
	-0.237***

	
	(-9.378)
	(-4.660)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Observations
	2 477
	2 480

	Adj.R-squared
	0.404
	0.340


注：1）*、**、***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2）括号里为t统计量
5 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81个地级市2008至2017年的经济面板数据，以2014年为时点，运用PSM-DID的方法检验“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影响重要节点城市产业升级的效应。随后又进行分地区和政策甄别的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一带一路”通过倡议新型科技合作理念，创新技术合作模式，对重要节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不明显。这说明“一带一路”下，城市与外界的创新技术合作虽然改善了资源配置，转移边际产业，协同关联产业，提高产业内整合优化水平，使得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但是对第三产业发展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性。（2）在分地区检验后，本文发现“一带一路”区域科技创新合作对西部内陆城市的产业升级作用大于沿海城市，说明“一带一路”科技合作为西部地区带来了更多的产业调整机遇，促进了区域配置优化和产业集聚，对产业升级发挥更强的引导作用。（3）政策机制甄别检验结果显示，人均收入、城市化进程、政府支出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说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改善就业水平，为技术合作夯实基础。同时地区政府积极参与各类“联合研发中心”，“科技园区”的建设，构建多边科技合作关系，有效引导了产业资源合理配置。对外贸易在10%的水平下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说明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整合促进各种要素尤其是科技要素的流动，帮助城市识别比较优势，带动关联产业发展，使得产业整体配置有效而均衡。但是城市化进程在1%的水平下抑制了技术合作对产业高级化正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城镇人口由于平均素质较低而无法满足高技术合作中的人才需求，从而导致第三产业生产率和产值增速减缓。此外，金融发展水平同时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对产业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说明资金的融通使得城市技术合作成本降低，推动各类联合研发，创新合作项目，优化产业分工和配置效率；同时，金融水平的发展也会为对外合作性技术企业、科研机构等微观主体搭台聚力，通过引进人才和技术溢出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根据实证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1）继续扩大城市对外开放和科技创新合作程度，提高贸易往来和投资便利性。在节点城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保持当前比较优势的情况下，搭建高水平技术交流平台，鼓励生物，计算机等高新产业的合作，在高附加值产品上发挥竞争优势，领导“一带一路”下的国际技术创新。同时，进一步深化西部“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的区域科技合作。大力推进新疆、甘肃等内陆的科技园区，自贸区的建设，移除双向投资和贸易壁垒，转移夕阳技术和产业，引入先进设备和产品，建立竞争机制倒逼企业研发创新，促进产业升级。（2）发挥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引导作用。目前“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对我国节点城市产业高级化作用不显著。政府应当加强对服务业的产业政策，通过人才引进，就业培训等方式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良好人力资源背景。政府也应为参与对外技术合作的服务业企业简化审批流程，提高进出口退税率，强化服务业在对外开放合作中的示范作用，同时融合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关联发展，带来产业整体转型升级。（3）推动金融改革，鼓励金融创新。金融发展水平有效地促进“一带一路”技术创新合作对产业高级化和合理化的影响。传统的银行业已经无法满足现在高技术企业研发和创新合作的融资需求。因此，应大力推动证券业、信托业、保险业等多层次金融改革。应推进金融主体多元化，促进合作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要进一步鼓励金融产品、交易手段等创新，满足更复杂的产业结构对资金融通的需求，也为微观主体 “走出去”[32]，开展更深入的产业技术合作提供有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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